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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抗爭政治理論致力於尋找關鍵機制，來解釋集體抗議的興
起、演變軌跡與行動的結果。社會利用是一個反覆出現並且深
刻影響集體抗議的關鍵機制。已有的研究探討了社會利用機制
的運作條件，不過，這些條件是以社會行動者為中心的、以抗
議動員為取向的。至於國家在甚麼條件下動員「第三方」組織抑
制社會行動者的集體抗議行動，至今仍然還是一個研究空白。
中國的司法政治為國家行動者動員律師、成功消解對抗行動，
提供了有力的案例。通過分析國家、律師和怨恨者的互動關
係，本文發現，社會利用發揮作用取決於以下三個條件：國家
必須建立起對先前的、獨立的社會組織在制度上或非制度上的
主導權，使得後者在某些方面依附於前者；國家必須通過文化
建設，說服先前存在的組織參與到遣散集體行動者的合作過程；
社會行動者強調的集體身份，得到了先前存在的組織的認同。

* 謝岳 上海交通大學比較政治系主任
 收稿日期：2020 年 9 月 18 日；通過日期：2020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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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is dedicated to seeking crucial mechanisms 
to account for the emergence, evolving trajec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ollective actions. Social appropriation is one of the recurrent and influential 
mechanisms. Existing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social 
appropriation operates. However, such conditions relate to the fact that social 
actors are seen as the centre and that explanation orientation is pertinent to 
contentious upward mobilisation. The situation in which state actors mobilise 
independent existing organisations to defuse contentious actions has been a 
gap that needs to be filled. Judicial politics in China offers a powerful case 
to account how state actors successfully mobilise lawyers to demobilise 
contentious actions. This study found the running conditions of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appropriation through analys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among the 
state, lawyers and the grieved. First, the state must establish dominance over 
existing organisations in an institutional or un-institutional way such that 
these organisations rely on the state. Second, the state must set up a cultural 
frame for the willingness and cooperation of these organisations to demobilise 
collective contention. Finally, collective identity recognised that social actors 
are confirmed and supported by these existing organisations.

Keywords

“Lettering and Visiting” System, Mediation, Process-Mechanism Theory, 
Social Appropriation, Theor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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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的問題

在抗爭政治理論（ theor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出現之
前，革命和社會運動的研究主要沿着三條路線——政治過
程理論（political process approach）、資源動員理論（ resource 
mobilisation approach），以及框釋過程理論（ framing process 
approach）——以後者替代前者的姿態，登上了社會學、政治
學、歷史學、心理學等主流社會科學的舞台。不過，三大理論
流派最終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各自陷入了解釋的困境，
因為理論範式的替代仍然無法為研究者提供滿意的答案。結
果，社會運動或革命給研究者留下的謎團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
來越多。相當一部分學者嘗試通過整合三大理論來提高對現
象的解釋力，然而，框架和範式整合的努力只是停留在對原有
理論的修修補補上。直到查爾斯．蒂利、道格．麥克亞當和
西德尼．塔羅共同推出了抗爭政治理論（McAdam, Tarrow, and 
Tilly, 1997, 2001; Tilly, 2003, 2004, 2006, 2008; Tilly and Tarrow, 
2007），框架整合才算真正地實現了範式革命。這場範式革命
不僅僅是挖掘和利用了傳統理論的成果，清除了原先存在於革
命與社會運動之間的解釋「藩籬」，而且在方法上超越了先前
的理論。在方法上，抗爭政治理論改進了原先的因果推導公
式，從中觀層面觀察抗爭行動，在自變量（如政治機遇、動員
資源和文化框架）和因變量（如集體動員、抗議週期、抗議結
果）之間添加了一個干預變量，使得「結構」與「行動」之間的
關聯性更加具有說服力（Falleti and Lynch, 2009）。這種干預變
量被稱作「機制」。干預變量的不同組合能夠對不同類型、跨
時空的集體抗爭加以解釋。

蒂利及其合作者已經發現了相當多的關鍵機制，例如，
在集體抗爭中頻繁出現的經紀（brokerage）、擴散（dif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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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協同行動（coordinated action）（McAdam, Tarrow and Tilly, 
1997, 2001; Tilly and Tarrow, 2007）。僅僅就機制本身而言，它
們留下了很多的理論拓展空間，諸如機制的運行條件、內部結
構以及影響結果，都是有待解決的理論問題。迄今為止，抗爭
政治理論只對很有限的機制，如擴散（Roberts and Soule, 2010）
與鎮壓（ Johnson and Mueller, 2005），給予了實證分析。本文
嘗試分析「社會利用」（ social appropriation）機制，通過拆解這
個機制，從中發現獨立於抗爭之外的社會資源如何被利用，同
時對該機制的功能進行新的解釋。本文的目的是，通過對中國
律師行為的實證研究，揭示社會利用機制是如何幫助國家行動
者消解抗議的。

本文的實證研究聚焦律師參與信訪、化解社會衝突的活
動。由法治建設帶來的有利的政治機會，為上訪特別是集體
上訪提供了動力，這種單個的或集體的行動具有明顯的對抗性

（O'brien and Li, 2006）。在法治化進程中，全國多個地方經常
發生上訪者與律師聯合抗爭的事件，他們利用媒體擴大影響，
製造廣泛的政治事件（黃慶暢、鄒偉，2015 年 7 月 11 日）。從
社會動員的角度來看，律師成功地發起了信訪行動，這些對
抗性行動向地方當局提出了挑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行政
部門和司法機關的合法性。為了應對這種挑戰，在胡錦濤執
政時代，國家開始主動地採取行動，旨在遏制信訪、特別是
赴京上訪：強化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責任監督，對沒能阻止
進京上訪的官員實行「一票否決」的懲罰措施（Dimitrov, 2013; 
Lorentzen, 2013; Cai, 2014）；整合基層政府應對社會矛盾的機
構，建立跨部門的綜合行動體系（Xie, 2012）；動員基層法院
採取「調解優先、訴調結合」的策略，竭力將糾紛向司法系統
之外引導，以免因裁決而引發更加激烈的對抗行為（Liebman, 
2011；Minzner, 2006）。上述這些回應性政策並沒有有效地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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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信訪行動上升的勢頭。在習近平執政時代，應對措施在保持
胡錦濤時代政策連續性的同時，更推出了一項新的全國性的政
策，動員律師參與地方政府的信訪活動。那些受到官方信任的
律師，在司法機關的授意之下，主動地接受糾紛案件，放棄了
律師代理人的角色，設法將爭議引導到司法系統之外，採取傳
統的調解辦法，終結糾紛。在司法的經驗層面上，國家利用律
師角色消除對抗行動，「逆法治化」的意義十分顯著，這就像
胡錦濤執政時代對法官實行的去職業化的意義一樣，都是對法
治建設的一種倒轉（謝岳，2018；Minzner, 2018）。

本文的理論分析還建立在作者長達四年之久的田野調查
上。作者追蹤了 40 多位上訪者，他們當中絕大多數的不滿來
自於政府對房屋拆遷的違法行為。為了尋求正當的經濟補償，
這些上訪者都有常年進京上訪的經歷，抗爭的形式涉及到上
訪、訴訟和集會。作者調查了上海四家律師事務所，規模從
20 多人至 80 多人不等。這些律師事務都接受過當地政府委
託，調解信訪事件。少數對律師和律師事務所的訪談是在南京
和北京開展的。除了上訪者之外，訪談對象還包括司法局幹部
和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員。引用的訪談內容採用代碼標注。

二　社會利用的發生條件

社會運動理論的一個核心問題是，行動者如何進行集體
動員，社會運動在甚麼條件下呈現向上遞增或向下遞減的規
模變化，直至上升為如火如荼的社會革命或者下滑為悄無聲
息的個體怨恨。圍繞着上述問題，研究者進行了大量的因果
解釋，並且形成了前面提到的三大理論流派以及對它們的局
部整合。將運動組織和行動者作為觀察單位，資源動員理論
為解釋社會運動的興起，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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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被政治過程理論忽視了的內部微觀因素。資源動員理論尤
其強調運動組織（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的領導作用（Oberschall, 
1973; McCarthy and Zald,1977; Snow, Zurcher, and Ekland-Olson, 
1980; Gould, 1991），運動組織是否成功地運用大量湧現的社
會資源，決定了有多少人會加入集體行動，也決定了運動最
後的結果（McCarthy and Zald, 1977）。然而，資源動員理論忽
視了如下一個基本的事實：資源缺乏的底層民眾更傾向於利用
已有的組織，而不是創造新的組織（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 p.44）。將先前的非政治群體和關係網絡轉變為政治行動
者或者政治挑戰者，這種現象就是社會利用（Tilly and Tarrow, 
2007: p.217）。

不管在民主國家還是在非民主國家，社會利用機制經常
在社會運動中發揮作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律師和律師事務
所成為美國黑人民權運動不可或缺的組織。他們向行動者提供
法律服務，告知美國黑人民權運動中行動的邊界，以及如何利
用法律來實現訴求，等等（Lipsky, 1968）。美國南方的黑人教
會也曾經在六十年代發揮過重要作用；這些教會不僅為行動者
提供知識方面的幫助、保護行動者免遭警察的鎮壓和為行動者
出謀劃策，而且還直接地參與抗議行動，成為黑人爭取權利鬥
爭的堅定的支持者（McAdam, 1982）。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波
蘭與東德的集體抗爭之所以能夠形成規模，最終從社會運動轉
變為政治革命，離不開天主教會提供的幫助；教會利用其巨大
影響力，特別是來自波蘭的羅馬教皇保羅三世，為行動者提供
了長期的物質支持和安全保護，爭取到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

（Osa, 2003）。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這些案例提供了社會利用
機制發揮作用的證據，但是，研究者並沒有揭示這個機制是如
何發揮作用的。

抗爭政治理論主張以相關的和動態的方法代替上述靜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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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孤立的結構主義方法，探究諸如律師和教會這些結構因素
在運動動員中的作用（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按照
新的研究方法，麥克亞當對社會利用機制的運轉條件進行了詳
細的闡釋。他指出，社會利用機制的運轉或者發揮作用，取
決於行動者擁有甚麼樣的社會資源，取決於行動者、先前組織
或關係網絡以及國家行動者之間的文化互動（McAdam, 2004: 
p.201-232）。具體來說，社會利用機制發揮作用的條件包括：

條件

社會利用

社會利用

條件

動員

1. 國家行動者對社會
組織的主導權；

2. 國家行動者的合作
框架；

3. 得到認可的行動者
的集體身份

遣散

1. 社會組織理解
政治機會；

2. 社會行動者定
義集體身份；

3. 社會組織的文
化建設

機制

圖 1　社會利用機制的運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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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那些獨立於國家和社會行動者的社會組織需要理解
來自國家的政治機會和威脅，然後決定參與集體行動的方式和
程度。

其二，社會行動者對自身集體身份的定義，需要在先前存
在的組織或關係網絡的領袖們中間產生共鳴，才可能形成行動
聯盟。

其三，先前組織或關係網絡中的積極分子必須從事文化加
工活動，使得這些文化資源能夠被那些潛在的行動者所理解。
文化建設的行動目標既指向國家和社會行動者，也指向那些潛
在的行動者。當目標指向國家的時候，集體行動能夠產生更大
的政治壓力；當目標指向潛在行動者的時候，文化建設行動能
夠擴大抗議的規模，提高社會行動者對國家和社會的影響力。

麥克亞當曾經提及，在抗爭政治中，社會利用機制幫助
國家行動者抑制社會行動者的集體行動（McAdam, 2004: 201-
232），但是，他沒有對此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在甚麼樣的條件
下，社會利用機制能夠實現國家行動者遣散動員的目的。上述
有關社會機制發揮作用的條件，不適合國家行動者主導下的社
會利用機制，因為國家的目標不是要激活（activate）而是要減
活（de-activate）抗爭行動。不過，抗爭行動是否能夠減活或者
被遣散，還是取決於國家行動者、社會行動者以及先前存在的
組織或關係網絡之間的互動。如圖 1 所示，國家行動者在試圖
遣散集體行動的時候，社會利用機制發揮作用的條件包括如下
幾個關鍵因素：

其一，國家必須建立起對先前的、獨立的社會組織在制度
上或非制度上的主導權，使得後者在某些方面依附於前者。

其二，國家必須通過文化建設，說服先前存在的組織參與
到遣散集體行動者的合作當中。

其三，行動者堅持的集體身份，得到了先前存在的組織的



59

社會利用與動員遣散：作為國家行動者的律師

認同。
在後面的實證部分，文章將圍繞着上述三個方面展開分

析。律師和律師事務所是國家行動者政治利用的對象，他們從
中國的司法系統中獲得了相當大的自主性，在社會中間擁有不
同於司法官員的角色理解。但是，司法改革並沒有完全建立起
獨立於國家之外的律師群體，正式或非正式的聯繫為國家成功
地動員這個群體提供了機會。律師群體對司法體系的依附，並
不一定意味着國家行動者能夠成功地動員前者參與執行政治目
標的行動，合作的達成還取決於國家是否能夠建立起說服律師
的行動框架，因為獲得獨立性的律師畢竟優先選擇職業目標而
不是政治目標。對那些接受政治動員的律師而言，他們憑藉甚
麼辯詞去說服不滿的人放棄集體抗爭呢？律師必須在文化上和
社會行動者保持某種共識，以此來說服他們放棄對抗，轉而採
取國家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表達怨恨。

三　律師與國家的非均衡共生關係

經濟改革開啟了中國法治建設的進程，律師和律師事務所
也在這個進程之中隨之發展和壯大起來；他們從司法系統內部
演化而來，逐漸地在組織上、制度上和財政上實現了自主，成
為司法職業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
管理暫行條例》（1980 年）（後面簡稱《條例》）和《中華人民共
和國律師法》（1996 年）（後面簡稱《律師法》）對於律師和律師
事務所的不同表述，清楚地反映了他們與國家之間漸趨分離的
關係。《條例》採取政治化的方式，將律師的身份定義為「國家
的法律工作者」。相對而言，《律師法》則表現為明顯地去政治
化，更加強調塑造律師的職業化特徵。律師任務的重心從服務
國家轉向了維護當事人的權益，適應了發展市場經濟的需要，



60

謝岳

吻合了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目標，同時也滿足了保護公民權利
的社會需求（Lynch, 2010）。律師自主性的增強還來自於《律
師法》當中的若干新條款：國家從組織和人事關係上將律師從
司法機關分離出去；律師的代理活動不受任何干涉；以及允許
組建全國範圍內的自治協會——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等等。
不過，律師協會實行「雙重管理」制度，在民政部門和司法局
登記註冊，接受司法行政機關的工作監督。

關於律師事務所的規定，《律師法》也比《條例》向前推進
了一大步，不僅將律師事務所合法化，而且允許三人以上律師
成立私營性質的法律服務機構。律師事務所能夠以非國有的形
式出現，意味着律師和事務所有可能在財政上實現獨立。律師
事務所不再依靠政府財政撥款和政法機構分配的案源來維持生
存，而是將依靠的重心迅速地轉向了訴訟代理市場。不同於

《條例》的規定，司法行政部門基本上不再干預律師事務所的
內部管理，案件的受理也不再需要得到它們的行政許可。這種
行政、財政以及業務的全面剝離，最終促成了律師事務所獨立
於國家。

在宏觀層面上，國家從制度上切斷了官員和地方政府與律
師之間的正式聯繫，不過，在微觀層面上，兩者之間的非正式
互動關係還是相當活躍的（Michelson, 2007）。大部分律師承
認，如果在司法系統內部能夠建立和維持私人關係，對訴訟代
理業務來說是至關重要的（Lo and Snape, 2005）。憑藉着這種
關係，律師們與司法系統的法官和官員之間能夠實現彼此之間
在利益上的「共生互換」，前者憑藉着豐富的經濟資源從後者
那裏交換得到只有權力才能辦得到的事情（Liu, 2011）。具體
而言，以下幾個因素促使律師們主動地在司法系統內部建立與
維護良好的私人關係：

首先，私人關係能夠為律師們從事證據收集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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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證難、會見當事人難和閱卷複印難」（所謂「三難」）是律師
面臨的共同難題，在公、檢、法主導下的案件調查，律師取證
工作是否順利，完全取決於這些機關是否願意配合（王春波，
2014 年 12 月 30 日）。在刑事案件中，律師取證的難度更大、
風險更高，因為《刑事訴訟法》第 306 條款是懸在律師們頭頂
的一把「利劍」。公、檢、法機關經常引用這一條款，以「偽造
證據罪」處罰刑事案件的辯護人和代理人。問卷調查顯示，在
1997 年至 2002 年期間，500 多位律師被司法機關以「306 條
款」定罪（Lynch, 2010）。

其次，從個人安全的角度考慮，律師們十分期待在司法系
統建立起有力的政治保護傘。在日常的案件代理中，律師們經
常被毆打、非法拘留或者判刑（Michelson, 2007）。全國律師
協會的統計數據顯示，律師個人權利受侵害事件在逐年上升：
2015 年受理律師維權案件 109 件，2016 年受理案件 136 件，
2017 年共受理案件 422 件，2018 年 1 至 6 月共受理案件 291
件；在 2018 年受理的案件中，律師受到侮辱、誹謗、威脅、
報復、人身傷害的案件共 44 件，律師被非法關押、扣留、拘
禁或者以其他方式限制人身自由的案件 20 性（中華全國律師
協會，2018）。

第三，在司法系統維持個人聯繫，有利於律師在訴訟市場
擁有更強的競爭力。在訴訟市場，那些名氣響、規模大的律師
事務所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它們擁有自己的王牌律師；這些律師
不僅業務精湛，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許多人先前曾在司法機
關有過任職經歷，或者在司法機關建立了過硬的私人關係（Lo 
and Snape, 2005）。

第四，在司法系統維持個人聯繫，能夠幫助律師獲得司
法機關委託的案件。司法系統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訴訟代理市
場，每年都會委託大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和公訴案件，只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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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信任的律師才更有可能得到來自司法機構的案件委託。受
訪律師表示，對政法系統的業務依賴，中小規模的律師事務所
尤其嚴重，而那些已經開拓了巨大市場、贏得廣泛聲譽的律師
事務所依賴性則小得多，後者的收入來源主要通過市場而不是
政府。

即使在《律師法》從制度上劃分了律師與司法機關的關
係，但是，無論從訴訟代理領域到非訴訟代理領域，還是從盈
利性案件到公益性案件，上述四個方面從經驗層面揭示了律師
群體對司法依附的事實。這種依附關係為司法機構主導律師和
律師事務所的行為創造了有利條件。

司法制度的逐漸開放與訴訟代理的相對獨立，為民眾利
用律師發起集體動員提供了政治機會（Tarrow, 1998）。那些認
為受到不公待遇的怨恨者在經過法院訴訟或者赴京上訪失敗之
後，願意接受在維權律師的動員之下，以訴訟或街頭抗議的形
式，在法庭內外向法院和地方政府尋求正義。那些動員怨恨
者參與聯合行動的律師們被統稱為「維權律師」（Fu and Cullen, 
2008），他們代理的訴訟案件主要涉及到司法不公、社會問
題、地方官員腐敗、基層政府違法、徵地拆遷、村委會選舉舞
弊等（Clarke, 2009; Pils, 2014）。由於這些案件涉及到官員晉
升、集體暴力、人權事件等敏感問題，在維權律師們看來，
參與其中恰好是推進法治建設和政治改革的絕好機會（Fu and 
Cullen, 2008; Mcmorrow, Liu, and Rooij, 2017）。2008 年，維權
律師參與公益訴訟、代理敏感案件的行動出現了一個轉折。35
位維權律師徵集到上萬名律師的集體簽名，呼籲直接選舉北京
市律師協會。北京市律師協會公開指責律師呼籲律協直選的行
為是「私自串聯」、「製造謠言，蠱惑人心」、「全方位否定我國
現行的政治制度」（劉炎迅，2008 年 9 月 19 日）。顯而易見，
代表司法行政部門的律師協會的聲明已經將這個事件高度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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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一旦維權律師的行動被理解為政治威脅，國家會加速收
緊訴訟活動的自主空間（Brockett, 2005: p.230）。

在律師熱心於參與公民司法動員的高峰時期，聯合行動製
造的政治壓力驅使國家採取抑制行動（Lynch, 2010）。抑制行
動的主要成果包括 2006 年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發佈《關於律師
辦理群體性案件指導意見》（後文簡稱《指導意見》）和 2007 年
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的《律師法》。它們成為收緊律師訴訟活
動自主空間的主要行動依據，還有一些行動依據來自於原來被
執行得較為寬鬆的法律條款和行政規章。針對律師的懲罰性對
策包括如下幾點：

第一，為了更加有效地控制律師代理敏感案件，律師協會
要求，對律師個人代理案件的行為實行連帶責任制。《指導意
見》要求，群體性的、具有政治色彩的敏感案件必須由當地律
師協會和律師事務所集體討論決定，實行法人（所長）負責制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2006）。這種連帶責任制利用了集體與個
體之間的利益關聯性，迫使那些激進的維權律師在代理敏感案
件之前，必須將集體的壓力考慮在內。

第二，司法行政機關行使實質性的管理權力，對律師資格
實行嚴格的年審制度。對那些從事敏感事件代理的律師，地方
司法局暫停註冊乃至吊銷執業證，或者通過其所在的律師事務
所施加壓力，以整個事務所無法通過年檢為威脅，迫使相關律
師離開事務所（Clarke, 2009）。在 2013 年的執業年檢中，北京
共有 10 間左右的律師事務所沒有通過年度考核審查，10 多位
維權律師沒有通過年檢（楊明，2013 年 6 月 10 日）。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對刑事案件的法庭辯護規定了限制
條件。最高人民法院允許法院對那些違反規定的庭審律師作出
處罰性裁定，允許法院建議司法行政機關，對律師和律師事務
所作出追加懲罰，例如，註銷律師資格或關閉律師事務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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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民法院，2012）。2008 年，北京律師程海「不服從法庭指
揮，無正當理由當庭拒絕辯護，受到法庭兩次訓誡後退出法庭
秩序，干擾訴訟活動的正常進行」，受到北京市昌平區司法局
停業一年的行政處罰（葉竹盛，2015 年 2 月 24 日）。

第四，司法行政機關重新介入律師事務所的訴訟代理業
務，規定群體性和敏感案件的代理必須向當地司法局和律師協
會報告（中華全國律師協會，2006）。報告制度能夠幫助司法
機關，對敏感案件及其發展趨勢實行全面控制，避免事件被律
師利用，引發更大規模的社會不穩定。

第五，對維權律師實行暴力鎮壓。2015 年 7 月 9 日，公
安部在全國範圍內採取統一行動，逮捕了 300 多位維權律師，
很多律師被法院判以重刑（Fu, 2018）。暴力鎮壓和嚴厲的懲罰
大大地約束了律師的行為。

對維權律師採取的抑制行動，幫助國家在整個律師群體中
間建立起新的主導地位。這種主導地位成為動員律師以服務國
家為目標的政治資源。不過，僅僅依靠這種政治資源還不足以
讓律師接受政治動員，國家還需要創造一個說服律師參與動員
的文化框架，以便律師們能夠對政治動員的呼應產生共鳴。

四　法治建設的政治共識

如果驅使律師服從於政治動員，國家還需要在文化上建
立合作共識。文化建構必須能夠在國家、律師和公民之間形成
法治權威，換句話說，建構起來的法治文化一方面在國家與律
師之間達成共識，另一方面在律師與公民之間達成法治共識。
1997 年提出的「依法治國」口號構成了文化建構的宏觀或主框
架（Snow and Benford, 1992: p.133-155）。 如今，「依法治國」
的話語與司法文化已經成為政治意識形態的一部分，而且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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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塑造律師和民眾服從政治動員的文化資源。律師和公民從
價值上認同「依法治國」的文化理念，從行動上遵守基於這種
文化而形成的法律規範（Liebman, 2009）。「依法治國」的文化
建設通過以下三個方面的努力，試圖實現三個方面的結合，即
融合「法治」（ rule of law）與「法制」（ rule by law）的元素，在
強調保護個體權利的同時，更加重視國家整體利益的維護，以
及將中國傳統司法資源嵌入到現代司法制度的結構之中。

1　「法治」話語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法治意義上的司法改革離不開
共產黨的幹部、學者和普通民眾的共同努力。改革的背景來
自於對「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省，因為混亂與無序不僅僅給
普通公民造成了巨大傷害，而且給高級官員也造成了大規模的
傷害。在這個背景之下，整個社會渴望一個公平的、有效的
司法制度（Zheng, 1988）。司法改革的起點首先從恢復「憲制」
開始，「法治」的話語因此也集中反映在對憲法的理解上面。
在憲法學者看來，「憲制」至少包括兩個基本的含義：一是憲
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二是憲法限制國家權力的行使（李步
雲，2002）。

在有關公民權利的問題上，鄧小平指出，「公民在法律和
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規定的平等權利和義務，
誰也不能佔便宜，誰也不能犯法。不管誰犯了法，都要由公安
機關依法偵查，司法機關依法辦理，任何人都不許干擾法律的
實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遙法外。」（中共中央文獻編
輯委員會，1994：頁 332）在 1982 年修改憲法的時候，儘管
在「權利」問題上憲法學者、律師和官員們之間存在爭議，但
是，鄧小平在上述講話中將「權利」寫進憲法，發揮了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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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Yu, 2009: p.118）。其次，「任何組織不得超越法律之上」，
成為司法改革的一個共同認識。1987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三
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明確提出了「任何個人和組織不得
凌駕於法律之上」，在隨後的一系列針對限制行政權力的立法
中，人民代表大會正是在這個原則的指導之下，頒佈了諸如

《行政訴訟法》（1989 年）、《國家賠償法》（1994 年）等重要法
律。這些法律是約束權力機關的主要依據。從上述兩個方面可
以看出，國家高級官員、法律專家和律師在有關「法治」或者

「依法治國」方面存在高度共識。
建立律師制度是「依法治國」話語的一个具體體現。2016

年發佈的《關於深化律師制度改革的意見》延續了國家對律師
和律師制度的積極判斷。《意見》指出，「律師制度是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法治文明進步的重
要標誌。律師隊伍是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
法治國家的重要力量，是社會主義法治工作隊伍的重要組成部
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律師事業不斷發展，律師工作取
得顯著成績，為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保障人民群眾合法權益、
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發揮了重要作
用。」（新華社，2016）從 1980 年頒佈的《條例》和 1996 年頒
佈的《律師法》可以發現，國家在逐步放鬆對律師的政治與行
政控制，賦予他們從事獨立的辯護與代理案件的權利。從法治
的角度來看，這種變化反映了一種更加傾向於律師自主的文化
取向。

對律師而言，國家鼓勵律師積極參與政治生活，擔任地方
乃至全國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進一步豐富了「法治」話語
的內容。律師已經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不問政治」轉變為「參
政議政」的積極分子。截止到 2014 年，全國律師擔任各級人
大代表 1,445 人，擔任各級政協委員 4,033 人；2014 年，16 名



67

社會利用與動員遣散：作為國家行動者的律師

律師被聘為最高人民法院特約監督員，擔任司法監督的角色
（楊建軍，2016）。向律師開放政治參與的機會，一方面滿足了
國家亟待提高的法治水平，另一方面，提升了律師在法治進程
中的政治地位。這個政策變化吻合了律師們對於法治精神的理
解與追求（陳曉英、真東，2003 年 12 月 31 日）。

2　法治文化的地方化

中國傳統的民間文化被國家拿來服務於非訴訟的合理性
建構。以「禮」為核心傳統儒家思想長期以來形成了「無訴」的
文化，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以調解作為訴訟補充手段的司
法實踐。「無訴」文化和調解優先的傳統被共產主義政權所繼
承並且得以改造。國家既動員隸屬於體制的基層組織開展「人
民調解」，也提倡法官優先採用庭外調解的方式結案（Lubman, 
1967, 1997; Huang, 2005；謝岳，2018）。律師是一個被國家開
發出來、能夠服務於「非訴」文化的群體，具有參與調解的獨
特優勢。正如一位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的官員所言，「律師調解
的專業性、高效率、靈活性、非官方性都使得其具有得天獨厚
的優勢，能夠在多元化調解糾紛機制中發揮積極的作用」（王
純，2017）。作為法治文化本土化的一個樣本，國家動員律師
參與信訪調解，基於兩點考慮。

其一，相對於訴訟，制度設計者認為，律師採用調解的辦
法能夠從根本上化解信訪矛盾。在胡錦濤時代，法治建設被逆
轉，國家轉而動員司法機關去抑制人們尋求正義的訴訟行為，
例如，法官優先採用調解和裁決的途徑化解糾紛（Minzner, 
2011；謝岳，2018）。不過，法院並非是一個理想的化解矛盾
的途徑，有時候，只問對錯的司法判決不僅無助於矛盾終結，
反而製造了更多不服判決的上訪事件（Liebman, 2011）。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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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理解為優於法官，因為作為法律專業人士的律師，被塑造為
一個更加獨立的力量，切割了與政府的利益關聯，因此，矛
盾雙方更有可能接受律師提出的、符合法律政策的折中方案

（SH2019B005、NJ2018001、BJ2018001）。
其二，律師調解能夠節約司法成本。社會控制的下降帶

來了犯罪率的提高和訴訟數量的急遽增加，法院特別是發達地
區的法院辦案成本高居不下，法官人均辦案數和案件辦理的平
均費用逐年增長（謝岳，2018）。司法成本的增加還表現在法
院審理案件的平均周期受制於司法程序，通常情況下，對於進
入審理程序的案件，法院和法官無法為了節約時間而簡化程
序。相較於法院審理，律師調解則不受司法程序的制約，可以
大大地縮短糾紛處理的時間。為了縮短案件辦理的時間，司
法部門要求律師辦理的調解案件必須在 30 日內完結；為了防
止當事人對調解結果反悔、提高調解的終結能力，在雙方當事
人同意的情況下，調解律師得到授權，可以向法院申請對調解
協議進行司法確認，使協議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質（最高人民法
院、司法部，2017）。

3　集體主義觀念

「依法治國」的文化建設除了張揚公民權利和限制政府權
力之外，還突出強調通過法律制度來保護公共利益的重要性。
從本質上講，法治文化優先保護國家利益而非個體利益，在
某些情況下，保護個體利益的目標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國家利
益（Liebman, 1999）。正是在這樣的一個文化框架下，國家定
義了律師的公共角色和公益義務。這些定義為國家動員律師參
與信訪調解或者其他活動（包括政治性活動），提供了正當理
由。正如一位司法部官員所言：「律師不僅要履行合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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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客觀上負有社會使命、法律使命。」（張福森，2014）法學
家也有同樣的認識，即「律師……在履行黨派性忠誠義務（與
忠誠於客戶）的同時，還要忠誠於法制和公共秩序」（季衛東，
2012：頁 296-297）。

首先，對律師整體義務的理解，表現在國家在律師中間
積極地培養政黨忠誠。在過去十多年時間裏，司法行政部門
的黨組織致力於在地方律師協會成立黨支部，負責指導律師事
務所建立黨的支部，發展律師黨員。對律師的政治忠誠與法
治建設的關係，全國律師行業黨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
會長呂紅兵這樣解釋：「律師行業加強黨建工作，就是崇尚憲
法、維護法律，必須履行義務，行使職責」、「這是政治要求和
法律義務，也是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重要內容」（魏哲哲，
2018）。

其次，國家提倡律師必須具備公益精神。律師制度實施
以來，律師代理行業普遍存在着過度強調服務客戶的傾向，
一味地追求市場認可度和經濟上的成功，對法律援助、「普法」
活動和刑事辯護等公益司法缺乏積極性（張福森，2014）。為
了糾正律師行為的商業化傾向，塑造公益律師精神，司法行政
部門出台多項政策，試圖調動律師積極公共法律服務的熱情。
司法部認為，從整體利益考慮，律師參與公益法律服務「有利
於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
境等方面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從個體利益考慮，律師
參與公益法律服務「有利於培養律師社會責任感，提高律師政
治素養和業務素質，有利於拓展律師服務領域，擴大律師社會
影響，樹立律師隊伍良好社會形象」（司法部，2019）。律師參
與信訪、調解以及為居民提供法律服務，都被國家當作是培養
律師公益精神的一種手段。

最後，律師應當樹立為國家服務的政治意識。從服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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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角度看，律師參與「普法」活動，體現的是一種公益精
神；不過，從服務國家的角度看，律師參與「普法」，體現的
則是一種政治精神。國家一直很重視律師政治精神的培養，說
服他們積極參與到推進國家各項大政方針的活動中去。扶貧是
國家推行的一項重要政策。為了支持國家的此項活動，司法部
動員全國的司法行政部門和律師協會，組織和動員律師參與進
去（司法部，2019）。在文件中，司法部闡述了律師參與的政
治理由，即律師行業的發展是建立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
想」、「司法為民、職業為民」的理念基礎之上。

五　公民身份：律師行動的文化資源

「依法治國」的法治話語與相應的法律制度塑造了公民的
集體身份，集體身份反過來影響到公民的集體或個體行動。集
體身份是抗議動員的文化動力，行動者之間的內部團結和共
識深深地依賴於彼此之間的想像與認同（Melucci, 1988: p.329-
348）。不過，如果集體身份能夠吻合國家的定義或者得到國家
的確認，行動者有可能會因此減少甚至放棄街頭抗議動員。在
上訪過程中，國家並非是上訪群體集體身份的破壞者，相反，
法治化的建設恰恰發揮了合法化公民的集體身份；在國家的動
員之下，律師不僅僅參與了塑造公民集體身份的過程，同時在
說服當事人放棄上訪、接受調解的時候，也得益於這種集體身
份。正是基於公民集體身份上的共識，上訪者、國家和律師才
有可能在爭議問題上達成調解方案，終止上訪行動。

權利取向的法治建設在公民中間樹立起越來越強的權利
意識上，在意識到自己的權利之後，越來越多的公民選擇用
法律去捍衛權益（高鴻鈞，2007：頁 74-75）。公民權利的法治
化為公民維權創造了有利的政治機會，大量的公開抗議、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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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尤其是行政訴訟都是以公民身份為行動動力的（O'Brien 
and Li, 2004; O'Brien and Li, 2006; Gallagher, 2006; Pei, 1997）。
前文提及的律師支持上訪者的維權行動，就是發生在公民權
利意識興起的大背景之下的，他們以公民權利為動員框架

（ framing），呼應上訪者的權利訴求。但是，權利意識的興起
並非意味着權利運動一定會以對抗的形式出現，在特定的政治
條件下，公民的權利維護行動更有可能受到「規則意識」的主
導，按照國家設定的司法和行政規則表達要求（Perry, 2010; Li, 
2010; Lee and Zhang, 2013）。接下來的問題是，國家如何培養
公民的「規則意識」、淡化「權利意識」？在說服上訪者放棄對
抗行動的時候，律師是如何利用與改造公民身份含義的？

普及法律知識和國家政策，是培育公民的「規則意識」、
塑造符合政治需要的公民身份的一種常見辦法（張文顯，
2015）。「普法」活動的基本目標是為了「讓老百姓知法、懂法
和守法」，同時，通過「老百姓知法、懂法和守法」來控制基層
幹部的違法行為（Gallagher, 2017: p.79）。「普法」從 1986 年開
始一直沒有中斷過，它採取自上而下的政治動員模式，「送法
下鄉」、「送法上門」，是法權主義自上而下的秩序重構（許章
潤，2008）；「普法」教育的目標高度政治化，法治教育的內容
服從和服務於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每個階段的政治需要（付子
堂、肖武，2017）。由於「送法下鄉」和「送法上門」主要涉及
到社會底層人口，「普法」教育為國家提供了向下延伸治理範
圍、塑造更大範圍政治權威的機會（蘇力，2000）。

法律援助是國家培養公民「規則意識」的又一種手段。
為了在全社會實現司法平等，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司法
行政部門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此項制度受益的群體主要
覆蓋那些殘疾、貧困人口以及其他弱勢群體。在 1999 年至
2012 年期間，法律援助機構受理的案件數量、受援助人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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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以及政府財政支出的數量，都呈現顯著上升趨勢：1999
年，全國受理法律援助案件 132,097 件，2012 年，案件數增
長到 1,022,015 件；1999 年至 2012 年，受到法律援助的人數
從 190,545 人增加到 1,145,671 人；在財政資助方面，數量從
1999 年的 1,870 萬元增長到 2012 年的 138,963 萬元（《中國
法律年鑒》（2000 - 2013 年））。國家的上述努力取得了顯著
的效果，公民知法、懂法和守法的意識明顯提高（Gallagher, 
2006），大量的公民甚至以法律為武器去控告和起訴政府的違
法行為（O'Brien and Li, 2004; O'Brien and Li, 2006）。一項對於
農民「法律意識」的研究表明，正是由於法律援助中心的普法
教育和司法救濟，才在農民中間建立起越來越強的依靠法律解
決糾紛的態度（Whiting, 2017）。不過，在尋求化解糾紛的時
候，更多的人（86.9%）還是傾向於選擇調解，只有 2.7% 的人
選擇法院訴訟（Gallagher, 2017: p.123）。

律師在「普法」和法律援助中一直以來都扮演着重要角
色。司法行政部門組織和動員律師，每年義務地參加法律宣
傳、法律事務諮詢和擔任法律顧問。律師這種「以案釋法」的
方式得到司法界的廣泛認可，因為相對於自上而下的說教和被
動普法，律師通過具體案件的講解更容易強化公民的法治意識

（付子堂、肖武，2017）。介入法治建設的程度越深，律師在
國家發揮的作用也越大。律師們自身也承認參與的正面價值。
在論及房屋拆遷的集體性糾紛時，專門從事拆遷調解的律師指
出：「在面臨不公正的對待時，被拆遷人很容易產生過激的行
為，導致彼此的對立情緒很嚴重……律師參與到徵地拆遷糾
紛的調解時，能夠借機開展法律宣傳和教育，有針對性的進行
普法宣傳，防患於未然，將矛盾爆發的一切可能性降到最低限
度，同時，律師還可以借此對當事人雙方進行法治教育。」（曹
星，2018）



73

社會利用與動員遣散：作為國家行動者的律師

律師既參與對公民法治意識的創造，也利用和分享「普
法」的成果，嚴格地將公民訴求和行動限定在現有的法律規則
範圍。在代理訴訟案件或受理調解案件的時候，國家都要求
律師們必須為委託人的權利維護找到法律依據，同時，學會
控制公民維護權利的方式，避免他們從事上訪和集體抗議行
動（Michelson, 2006）。律師們在肯定公民維護權利正當性的
時候，將國家利益放在委託人的權益之上，說服當事人接受調
解方案（曹星，2018）；律師們還會利用社會關係網絡，迫使
當事人讓步（Deng and O'Brien, 2013）；為了使調解方案達致成
功，律師們必須刻意迴避基層政府和幹部的責任問題。

「依法治國」的制度和文化建設在公民中間建立起有效的
「規則意識」，這種努力也得到了律師們的認可。國家努力的
雙重後果為公民接受律師的信訪調解創造了條件，律師們樂意
以法治的方式幫助公民維護權利，公民們反過來也把律師代理

（調解）視為一個可靠的尋求正義的途徑。

六　信訪調解的案例討論

前述相對宏觀的敍事，為社會利用機制遣散抗爭行動提
供了基本的政治、司法和社會情境。接下來，文章將在微觀角
度觀察，律師在具體的信訪調解過程中，如何發揮國家行動者
的角色，從而服務於國家目的。下文由訪談收集得到的調解案
例，將以律師為敍事主體，側重討論他們與政府和上訪者之間
的互動關係。

1　律師與政府的關係

作者調查的四家律師事務在政府那裏擁有豐富的行政資
源。受訪律師大多是事務所的創辦人，同時還擔任事務所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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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人。W 律師和 J 律師在從事私人律師代理活動之前，都曾經
是區級司法局的幹部，前者還官至司法局的副局長。T 律師和
O 律師儘管不在司法行政部門任職，但是，他們都有在政府部
門任職的經歷。政府部門的任職背景不僅幫助他們在司法代
理的初始階段建立起比較優勢，而且越來越密集的行政關係網
絡顯著地提升了律師事務所的社會聲譽，積累了市場競爭力。
律師們還指出，律師事務所獲得的聲譽和建立起來的競爭力，
並不僅僅依靠已有的行政網絡資源，事實上，積極參與政府發
起的各種司法活動，比如「普法」、法律顧問、信訪調解等，
更有可能獲得政府信任和社會聲譽（SH2018C001）。不過，律
師們強調，並非所有律師事務所都能得到政府信任；只有那
些「政治上可靠、業務上精通、人際關係熟悉」的律師和律師
事務所，才有可能得到政府的信任，委託他們受理信訪案件

（SH2019B003）。換句話說，在委託信訪案件的時候，政府對
律師和律師事務所的信任既考慮私人關係和業務能力，更看重
他們的政治背景。

在法律服務的需求上，當地政府以購買服務的方式，從
四家律師事務那裏長期獲得它們的專業服務。「依法治國的國
家戰略迫使地方政府越來越依賴律師，為它們提供法律幫助，
以免在執法過程中出現偏差。」（SH2019B005）律師事務所的
法律意見只是地方政府法律需求的一部分，更加急迫的需求則
是，希望律師幫助處理棘手的群體性上訪事件，包括提供法律
意見、制定化解方案甚至參與糾紛調解。2017 年，數十名少
數民族人士聚集在區信訪辦，為他們背後的委託人「出頭」，
要求政府以行政手段終結一起產權法律糾紛。政府緊急召見
T 律師在第一時間趕到事件現場。根據上訪者的訴求，T 律師
認定，行政機關無權處理司法問題，建議當地政府拒絕上訪者
的非法請求；但是，當地政府領導擔心民族問題會給自己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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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麻煩，遂說服律師全權負責這個事件，盡快「息訪」
（SH2019B003）。

當糾紛處於法律模糊地帶的時候，律師會為政府出謀劃
策，使法律責任明確化，從而終結糾紛。據 W 律師講述，
2018 年，一名個體經營戶合法租賃了某個住宅小區的地下
室，從事食品加工。由於該個體戶每天從凌晨就開始加工食
品，結果，機器發出的噪音嚴重地影響到了整棟大樓居民的睡
眠。在不堪忍受的情況下，居民集體上訪至區政府信訪辦。他
們堅持自己的生活權利受到了侵害，要求個體戶停止生產。信
訪部門的幹部認為雙方都有理，他們的行為和訴求都有法律依
據，行政部門無法採用強制方式解決這個難題。在律師的介
入之下，法律爭議開始清晰。律師認定，地下室業主是責任
主體。律師引用《物權法》的相關條款，為政府提出了一個化
解方案：地下室業主應當終止租賃合同，補償個體戶的合同損
失。W 律師警告該位業主，如果不接受調解方案，工商行政
部門將依法處置。這位業主意識到律師意見的合理性，同時，
律師的意見也對他產生了壓力。最終，這位業主和個體租賃戶
都接受了 W 律師的調解方案。

受訪律師事務所從法律服務中得到了數量不等的經濟回
報，付給律師事務所的費用沒有固定的標準，區級領導的個人
判斷就是定價標準。如果覺得代理律師一年當中付出的勞動比
較多、處理的事件比較複雜，區級領導會在年終的時候給予 3
萬元左右的獎勵，一般情況下，律師事務所只能從領導那裏拿
到 4,000-5,000 元左右的紅包，以示感謝（SH2019B005）。不
過，對於 J 律師來說，他們的事務所是一個例外。J 律師憑藉
着精湛的業務和廣泛的政府人脈關係，從 1996 年起就開始受
理當地政府委託的糾紛調解，曾經成功地處理過 300 多起信訪
要案。2017 年，區級政府與街道政府委託 J 律師的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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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一起涉及 505 戶的農民徵地拆遷安置糾紛。這些農民曾
經多次大規模地上訪至上級部門，給區級政府造成了極大的
壓力。在接受案件之前，J 律師向政府提出按照市場收費的要
求，當地政府接受了他的請求，同意簽訂一個以每戶 1 萬元的
標準、總共 505 萬元的調解合同。據 J 律師介紹，從政府那裏
收取調解費用，是他們事務所收入的重要來源；2018 年，大
約 50% 的業務收益來自於政府委託的信訪調解案件，費用高
達 3,000 多萬元（SH2018B001）。儘管其他律師事務所從政府
那裏得到的收入十分有限，但是，它們仍然重視發展與政府的
關係，因為良好的關係有利於提高事務所的社會聲譽，有利於
司法代理業務的拓展（SH2019B003）。T 律師表示，每年一度
由政府組織的優秀律師事務所和優秀律師的評比，對他們而言
很重要，因為得到政府認可的榮譽會增加社會對律師和事務所
的認可度，提升他們的市場競爭力。「曾經有客戶看到我們辦
公室那麼多的榮譽證書和獎杯，當場就決定簽訂委託合同；
他說，就憑這些（指證書和獎杯），我就相信你們的實力。」

（SH2019B003）

2　合作的基礎

在專業的意義上，對參與信訪調解這個問題，大部分受
訪律師均持否定態度。他們認為，雖然信訪調解強調以法律
為準繩，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律師採用強制辦法迫使上訪
者接受政府提出的方案，也是屢見不鮮的；律師將精力放在
調解上面，其實是一種「不務正業」的行為（NJ2018B009、
BJ2017B001）。不過，政府善於利用「法治」資源，以法律動
員法律，對律師參與信訪調解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以法律動
員律師」的法治資源具體化為如下四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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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動員律師的時候，政府會將「幫助政府提高依法
行政的能力」設定為一個基本目標。受訪者承認，政府主動提
出用法律來規範行政權力，用法律去解決信訪者的生活難題，
律師是很難拒絕這種「誘惑的」，因為在他們看來，只有政府
帶頭遵守法律，法治社會才有可能建立起來，律師們的「法治」
理想才有可能變為現實（NJ2018B009、SH2019B008）。一位
年輕的律師坦承，大學的專業學習幫助他樹立起對「法治」的
理想，用法律知識幫助政府和上訪者化解矛盾，就是在兌現他
的職業理想（SH2019B006）。在受理的徵地拆遷上訪事件中，
J 律師發現，大部分訪民的訴求是合法、合理的，造成老百姓
上訪的主要原因是基層政府和幹部的違法違規行為。如果政府
能夠認識到這些問題，並且願意以法律去規範行政行為，官民
之間的利益糾紛才有可能從根本消除（SH2018B001）。

第二，根據上級政府的要求，區級司法行政部門在律師
中間大力提倡公益精神，鼓勵律師為國家和社會積極從事公益
法律活動。受訪者都承認，律師具有毋容置疑的社會責任，並
且認為這種公益精神在西方的司法界也不例外。但是，在對公
益律師社會責任的理解上面，他們沒有將政治責任、法律責任
與社會責任區別對待。他們籠統地認為，由政府組織的義務法
律服務活動都屬於公益律師職責內容。因此，不管是參加「普
法」、法律援助，還是信訪調解，他們把這些活動全部理解為
在履行公共義務。2018 年，O 律師已經到了退休的年齡，但
是，為了發揮「餘熱」，為國家與社會做貢獻，在區司法局和
信訪辦的挽留之下，他選擇了繼續留在區信訪辦工作。在政府
的支持下，O 律師主持了一個公益類社會組織，為上訪者提供
義務法律幫助。

第三，政府強調「依法調解」具體的信訪糾紛，吻合了律
師們自我設定的「底線意識」。政府在委託律師事務所進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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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時候，始終把「依法依規」當作一項基本的原則。這種原
則實際上起到了「消除律師心理疑慮」的作用，他們可以放心
地接受政府的委託（SH2018B010）。在接受信訪調解案件的時
候，出於職業的考慮，律師們都會提醒自己，「一切以合法為
前提，即使政府強迫自己，即使訪民的訴求令人同情，我們都
不能做違背法律的事情」，「合法是我們工作的底線」，否則，
不僅專業上「過不了關」，良心上也「說不過去」（SH201B003）。

第四，上訪者追求合理、合法地解決糾紛，為律師參與
調解提供了前提條件。受訪律師認為，考慮到政府的態度，除
了維權律師，沒有律師願意受理群體性和赴京上訪案件。但
是，如果政府積極地牽頭準備化解那些合法訴求的話，律師們
是十分樂意參加的。「從心底裏講，我們十分同情那些多年赴
京上訪者的個人遭遇。如果他們的訴求合理合法，政府沒有
理由忽視甚至打壓這些人的權益表達。」（SH2017B001）從經
驗上可以判斷，凡是長期、多次赴京上訪的人，他們的訴求
更有可能合理合法；如果訴求不合理合法，政府通常不會回
應這些要求，上訪者也不大願意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為上訪
者解決合理合法問題，就是律師在履行維護公民權利的義務

（SH2018B003）。
 

3　利用與改造公民身份

公民身份是律師和上訪者達成共識的一個條件，受訪者堅
持自己的權利應當得到尊重與保護，而律師們則肯定上訪者的
基本訴求，並且向上訪者承諾，他們將在法制的軌道上化解糾
紛。然而，在現實當中，僅僅以公民權利的合法性，律師還不
足以解決問題；他們還需要進一步細化或重新解讀公民身份，
才能夠使上訪者接受政府提出的補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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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律師肯定上訪者權利表達的合法性。O 律師指
出，由於糾紛拖延太久，上訪者對基層政府基本上都失去了
信任，不相信政府解決問題的誠意，因此，如果沒有一定
公信力的「第三方」出面，雙方很難在任何問題上達成協議

（SH2019B004）。不同於政府幹部，律師不會居高臨下地訓斥
上訪者，批評他們無理取鬧、赴京上訪等行為，而是尊重和肯
定他們的合理訴求，認真傾聽他們的訴說，實事求是地承認或
否定他們的舉證（SH2019B003）。T 律師指出：「你只要圍繞
着法律這條線去和他聊聊，他對你的敵對情緒也就慢慢化解
了，作為獨立『第三方』的作用也就實現了。」律師們還反映，
涉及到經濟賠償的當事人一般都會「獅子大開口」，把自己的
要求拔得很高，高到政府根本不可能理睬他們；但是，「律師
不一樣，我們不僅不會駁斥他們的離譜要求，而且還表示理
解他們的要求，這樣，他們就會願意坐下來和我們慢慢地談
判。」（SH2019B005）

其次，利用上訪者的親屬關係，用親情和面子去轉化上
訪者追求公民權利的態度。受訪律師們承認，他們的說服力
是有限的，對於那些固執的上訪者，他們的親屬關係比法律和
同情更能夠產生積極的效果。T 律師在調解一起拆遷補償案件
的時候，就成功地運用了此種方法。當事人在賠償標準上始
終不肯讓步，堅持要求高於賠償標準（2 套房）的方案。T 律
師了解到，這位當事人的一位親屬在鄰近一個區級政府擔任幹
部，而且這位親屬對當事人有影響力。經過努力，當事人的親
屬同意出面勸說，並且成功地說服了那位訪民，同意接受政府
提出的 2 套房補償方案。訪民們也反映，律師經常採用這種
策略，迫使當事人接受調解方案。在那個 505 戶的徵地拆遷的
集體糾紛中，儘管 300 多戶在賠償合同上簽了字，但是，很多
家庭是被迫簽字的，因為律師在當地政府官員的支持下，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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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親屬關係，在當事人家庭內部製造矛盾，對其施加壓力
（SH2019A013）。

再次，律師們常常利用情感動員，接近和說服上訪者。
受訪的律師都表示，在化解糾紛的過程中，律師應當學會如何
去感動當事人。O 律師在參與化解一起拆遷糾紛的時候，不僅
對當事人表達了同情，而且將同情心付諸於實際行動，幫助拆
遷戶解決了當時的生活困難。這種舉動感動了上訪者，使得他
們的態度發生了逆轉，從對律師來訪投擲西瓜皮，轉變為主動
找律師溝通。在利用同情心的時候，律師們還常常採取正反
對比的方法，不僅讓當事人感覺到律師的出發點都是為了自己
好，而且還會認為律師說得有道理。T 律師在試圖化解前面提
及的拆遷補償爭議的時候，從積極方面為當事人描繪美好的生
活藍圖：「如果你接受 2 套房屋的補償，這 2 套房會極大地改
善你家庭的生活條件，僅僅出租就能夠讓你們過上好日子。」
T 律師又從反面勸說當事人：「如果你執意要求補償 3 套房，
政府是不可能接受這個方案的，這樣的話，你們家不僅經濟繼
續緊張，而且為了那個不可能的目標（指 3 套房）常年上訪，
整個家庭都會在陷入困境。」

最後，律師經常採用「好公民」的標準，使赴京「鬧訪」者
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訪民常常採取「製造麻煩」的策略，如
圍堵政府、在公共場合喊口號、攔截領導的車輛等，通過擴大
影響來製造政治壓力（Chen, 2012: p.159-188）。這些行動是基
層幹部所不能接受的。不過，在有些訪民看來，去北京反映
問題、喊口號、拉橫幅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有時候，甚至將此
種行為理解為一種英雄氣概（SH2019A009）。面對這種情況，
律師如何既尊重訪民維護自己的公民權利，同時，又能夠說服
他們放棄某些政府不接受的行為？律師們的策略是，在法律上
承認上訪、尤其是赴京上訪行為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在道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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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鬧訪」是一種公民權利的表達行為。在 T 律師看來，「鬧
訪」是一種有損國家「面子」、不能接受的行為（SH2019A013）。

七　結束語

抗爭政治理論側重在中觀層面上尋找那些影響集體抗議
的關鍵機制。在已有的研究中，社會利用是一個被多次證明影
響集體抗議的關鍵機制。研究者不僅證明了社會利用機制的作
用，而且進一步探討了這個機制在甚麼條件下發生作用。不
過，這些研究採取的是「運動中心」的解釋範式，僅僅討論某
種單一的情況，即社會行動者在甚麼條件下能夠動員「第三方」
支持他們的集體抗議行動。然而，抗爭政治是一個極其複雜的
互動過程，類似於社會行動者，國家同樣能夠可以社會利用機
制，動員「第三方」去抑制集體抗議行動。國家在甚麼條件下
動員「第三方」去實現它的目標，目前仍然是一個無人問津的
問題。

中國的司法政治是發展上述理論的一個恰當的案例。在
威權主義政治下，國家行動者能夠動員「第三方」的專業資
源，允許這些組織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共同消解那些被視為破
壞社會秩序的抗議行動。通過分析國家、律師和怨恨者的互
動關係，本文發現了社會利用機制發揮作用的條件：國家必須
建立起對先前的、獨立的社會組織在制度上或非制度上的主導
權，使得後者在某些方面依附於前者；國家必須通過文化建
設，說服先前存在的組織參與到遣散集體行動者的合作過程；
社會行動者強調的集體身份，得到了先前存在的組織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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